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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研究中的解读与建构

——关于考古学本体理论的一些思考

徐 良 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一，本体理论与对象理论
考古学理论包括本体理论与对象理论。

本体理论：即所谓“元理论”，或者说“历史哲学”。本体理论关注：历史学本质是什么？

历史是如何被记录和表述的？材料是如何形成与发现的？有什么特性？谁在说（写、研究或

记录）？怎么说（写、研究或记录）？即历史学家是如何进行研究和陈述的？为什么这样说

（写、研究或记录）而不那样说（写、研究或记录），即如何选择、解释和建构？如何看待

这些研究和陈述？为什么史学中充斥着争议？历史学的意义何在？问题何在？等等。

对象理论：是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即古代历史现象的解释和过程的陈述，包括历史学家

用于解读现象与建构历史陈述的那些历史观、各种理论与模式，以及利用这些理论与模式对

历史现象进行研究而形成的观点与认识。对象理论要解决历史的两个基本问题：（曾经）是

什么？即关于事件、人物等叙事学的问题；为什么？即关于因果解释的问题，其中包括实证

主义者所追求的历史规律问题。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考古学理论往往是关于对象理论的讨论，而对本体论的讨论和关注

严重不足。实际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对象理论使我们知其然，回答历史面貌如

何的问题，本体理论则是让我们知其所以然，即历史面貌为何如此，为何被记录与叙述。本

体理论的思考使我们从一个自然的历史工作者成为一个自觉的历史工作者。正如我们所经过

的历史学研究的训练，首先，我们接受导师的指导，学会怎样做历史学研究，进一步，我们

可能会思考，为什么要这样研究？只有经过这样的反思，才能更深刻地看待现有的各种史学

研究成果，发现现有研究范式的优缺点，进而在继承基础上有所创新。

二， 历史与历史学
从本体论的视角来看，所谓历史包括两种历史——自在的历史与表述的历史：

《大英百科全书》定义“历史”：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

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录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

事情，后者是对发生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

早在上个世纪 2、3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李大钊也注意到两种历史的存在：

（1），所谓“过去”，原有“实在的过去”和“历史的过去”之分，前者指过去本身，是一

去不复返的死了的过去，后者指常存人间的活着的过去。（2），所谓史实，原有“实在的事

实”和“历史的事实”之别，前者相当于实在发生过的事实，后者意为史籍所著录所解喻人

群所记忆的事实。┄┄（4），解喻是不断变动的，故去年的历史真实未必是今年的真实，昨

日的真实未必是今日的真实。
①

自在的历史与表述的历史是否能够达成一致，即所谓再现真实的历史，发现历史的真

相？如果能，如何实现表述的历史与自在的历史的一致？如果不能，如何看待各种各样的历

史记录与叙述，即表述的历史？这两个问题是所有历史学者一直关心的问题，也是历史学本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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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理论的核心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史料自己会说话”（兰克语），“史学就是史料学”（傅斯年语）：史料就

是自在历史的真实记录，只要有足够的科学的史料，真实的历史就会自动呈现，历史学家的

影响可以忽略或被排除。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基本以此为立说的前提。

另一种观点认为“史料自己不会说话，而是历史学家通过史料来说话。”“所有史料都

是文本”，任何历史叙述都是历史学家基于史料的个人陈述，任何历史都是思想史、当代史。

克罗齐、柯林伍德以及后现代史学均以此为立说的基础，并以此反对实证主义史学观。

具体到作为史学之一部分的考古学，涉及到如何看待作为史料的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存。

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存是古代自在历史发展过程遗留下的物质形态的线索和残迹。

过去，重物不重人，后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学术界意识到考古学研究要想超越古物

学的定位，成为一门历史学科，就必须由物见人，从物质形态的古代遗存中研究古人的行为、

观念、古代的社会制度，进而重建古代历史叙述。

这些考古资料自己会否说话，告诉我们古人的世界，如他们的行为、观念、社会结构，

等等？我们如何才能做到“由物及人”？

考古学与“中程理论”：

开始，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考古学都寄予厚望，并认为这些古代遗存是真实可见的

古代文化现象，不像文献记载那么复杂。所以才有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

东西”，胡适的待到考古发达了再将东周信史前拉的乐观。而考古学家也确实通过自己潜意

识中的各种理论、认知、文献记载等对发现的各种遗存进行研究，推测其性质、社会意义，

通过遗存之间的关系推测当时人的行为方式、生产生活状态。在中国，由于传统史学的影响，

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密切互动，由此史学界出现一种乐观的思潮：我们现在可以走出疑古时

代，进入信古时代了。

但路易斯·宾福德早就敏锐地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即这些对古代遗存性质的研究和相

关历史的解释未必是科学的，其理论前提是未经推敲的，结论是不可检验的，因而往往是想

当然的。他提出了“中程理论”概念。

我们关于“中程理论”的误解：中程理论不是居于底层理论与高层理论，如社会发展

规律之间的中间过渡理论。

中程理论的本质是沟通古代遗存现象与考古学解释，即自在历史的古代物质遗存与表

述历史的桥梁，为考古学现象的解读与建构提供一种可以检验与验证的模式。

他认为人类学实地考察与总结的当代一些欠发展的族群的人类行为模式及其在物质遗

存上的表现是经过检验的、科学的，如爱基斯摩人、非洲狩猎采集部族的居住、行为模式及

其在物质遗存上的表现形式。这些模式可以用于我们解释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再现其背

后的人类行为。路易斯·宾福德所代表的新考古学派属于实证主义历史学派。

但他的中程理论是建立在单线进化论和文化单一论基础上的，忽视了人的复杂性，与

当代的文化适应论、文化变化观、文化多元平等观是不符的，也忽视了考古学家的影响因素。

与之相似的假设前提是“均变论”，“均变论”在自然历史研究中可能适应，因为我们

可以假设自然现象是遵循一定规律简单重复的，今天的科学认识可以作为我们解释过去相关

现象的模式和理论依据。但在具有文化属性的人类历史研究中这种假设就未必适用。

因此，我们认为，中程理论并没有解决自在历史与表述历史的真正沟通、对应一致的

问题，它只不过是提供了我们解读古代遗存现象的一种模式和思路。

三， 考古学的解读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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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任何考古学的研究本质上都是当代人对各种古代遗存现象的解释，这种解释

沟通了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现象与当代的历史研究与陈述。解释包括解读与建构两个方面：

解读:研究者对考古遗存现象进行的分析，推测其年代、性质和社会意义，给出某种观

点或说法。

建构：建立现象之间的关联，对一个行为、事件过程和历史片断等进行整体陈述。建构

是一种研究者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历史片段中相关因素的关联性的复原。建构包括多个

层次：从最基本的事件之间、遗存现象之间的关系，如遗物之间、遗迹之间、遗物与遗迹之

间、不同遗存早晚之间的关系，到遗址之间，再到历史片断重建、区域史、国家史、世界史、

人类史研究，等等。典型例证如聚落布局研究到聚落群研究，再到区域文化研究。历史建构

的表现形式就是历史叙述，不同的历史建构形成不同的历史叙述。每一种关于历史的叙述都

是一种对历史过程的建构。

没有古代遗存现象的考古发现就没有解读和建构，而没有解读和建构，这些遗存现象就

没有意义和价值。解读与建构相辅相成，建构建立在一个个现象的解读基础之上，建构又会

影响到我们对个别现象的解读。

解读与建构强调了人（包括历史叙述者、研究者和历史创造者的人）的核心作用和主

观能动性！解读和建构受到时代认知和研究者个人兴趣、动机、目的、知识结构、立场、

所处环境（如权力与利益关系）等等因素的影响。

四， 解读与建构的模式（即对象理论的主要内容）
过去我们认为这些解读与建构是从考古发现中自然得出或归纳出来的，因此考古学资料

是实证资料，考古学是一门实证学科。现在，我们如果认真反思和仔细推敲，就会意识到这

些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存只是一些物质形态的遗存，它们的性质、意义、彼此关联性的建立是

考古学家通过研究所赋予的，而这种研究是借助于各种模式的。

解读与建构的模式来源包括：

（1），当代的经验与常识等，这也是我们认知体系的重要部分，如墓葬随葬品多少与社

会等级、财富占有的认定，等等；

（2），古代文献记载，如龙山文化与“九州”论，夏商周都城的文献记载与二里头、二

里岗等遗址性质的研究等；

（3），来自各种学科的理论、概念，如人类学、经济学、物理学、建筑学等。氏族、胞

族、部落、部落联盟、图腾、酋邦等概念，周原凤雏建筑基址的复原，等等，都是借自各种

不同学科的概念、理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路易斯·宾福德所提出的“人类学模式”仅仅是众多模式来源

之一。

（4），各种史观和哲学理论，如进化论、循环史观、王朝史观、马克思主义史观（如五

阶段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理论，国家起源理论等）、

传统的王朝体系、当代的方国——王国——帝国理论，等等。

不同的史观带来不同的历史解释、历史过程的建构与叙述。

典型案例一：河南临汝阎村出土夹砂红陶缸上的《鹳鱼石斧图》的含义，不同学者有

不同的解读：

有学者认为画有鹳鱼石斧图的陶缸是一个部落酋长――多半是建立联盟有功的第一任

酋长的瓮棺，并认为：这两种动物应该都是氏族的图腾，白鹳是死者本人所属氏族的图腾，

鲢鱼则是敌对联盟中支配氏族的图腾。这位酋长生前必定是英武善战的，他曾高举那作为权

力标志的大石斧，率领白鹳氏族和本联盟的人民，同鲢鱼氏族进行殊死的战斗，取得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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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胜利。为了强调这场战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加强描绘了最能代表其身份和权威

的大石斧，从而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幅具有历史意义的图画
①
。

鸟鱼纹结合的图案也被理解为“两图腾氏族外婚制的标记。”

生殖崇拜说则认为图画中鸟、鱼为男性、女性象征，“鹳鱼石斧图”中，鹳衔鱼是象征

男女性结合，石斧是男性的象征，石斧柄上画一个“Ⅹ”，意思是“五”，是初民表达男女交

媾能多多生男子的愿望。鸟鱼结合纹，或鸟啄鱼纹，实为男女性结合的象征，是先民祈求人

口繁盛的表现
②
。

鹳鱼石斧图陶缸 马踏飞燕铜雕塑

典型的案例二：对“马踏飞燕”的解读：

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马踏飞燕”雕塑出土于武威雷台古墓葬中
③
。

铜奔马到底是匹什么马？

铜奔马身高为 34.5 厘米，长约 45 厘米、宽为 10.1 厘米、重约 7.15 公斤。这只大铜

马到底是匹什么马？目前主要有五种说法：

一、“天马”。传说“天马”足踩浮云，可腾空飞驰，奔马踏着飞燕，正是遨游空中的

“天马”形象；

二、“天驷”。“天驷”本指天上二十八星宿之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第四位星，名“房”，

亦称“马祖神”；

三、“飞燕骝”。有学者据马下踏着燕子，联想到南朝梁简文帝萧纲“有良马九匹，一

名飞燕骝”一说，认为应该是“飞燕骝”；

四、“逮乌鸦”。这是一种千里马，名出马王堆帛书《相马经》中；

五、“汗血马”。此马原产地在土库曼斯坦，西汉时张骞出西域归来后称“西域多善马，

马汗血”，这种良马因此得名，通称宝马。墓主人是位将军，随葬马又是写实风格，所骑的

马自然应该是当时最好的汗血宝马。

铜奔马脚下踏的那只“鸟”是什么鸟？说法多多：

第一种说法：郭沫若的“燕子”说。

第二种说法：“龙雀”。认为从造型看不像是燕子，而似龙雀。因此，中国旅游的标志应

易名为“马踏龙雀”，或“马超龙雀”。

第三种说法：隼。隼是一种飞翔能力极强猛禽，在甘肃、青海一带十分常见。

①
严文明：《〈鹳鱼石斧图〉跋》，《文物》1981年第 12期。

②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第 2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8月。

③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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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说法：乌鸦。“隼说”有一致命的缺点，就是这种“鸟”与“马”之间并无内在

的联系，从民俗方面均找不出逻辑上的理由，奔马怎么会踏在一种“野鸟”的背上？于是有

学者提出了这个“乌鸦说”。持“乌鸦说”者从浙江龙游石窟中的“天马行空”图中找到了

灵感：“天马”前蹄正好在“乌”背上方，好像在追赶着“乌鸦”。而武威雷台之铜奔马蹄正

好踏在“乌”背上，表示已经超越或逮住了“乌鸦”。

五， 解读与建构所决定的历史学特性
（1），解读与建构的多元性、相对性也决定了历史学，即表述历史的多元性、相对性和

历史学科的人文、艺术特性，因此历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证科学。

作为历史学一部分的考古学当然也不例外。

（2），解读与建构使我们看到考古学既不是人类学，也不是传统文献历史学，考古学就

是考古学，是借用各种模式解读古代遗存，构建历史叙述的一门历史学科。

六， 从解读与建构角度看所谓“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
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

①
发表后，轰

动学术界，被认为是开启甲骨学研究的“脉络或途径”以及“研究商代历史最有贡献的著作”，

“不仅为王国维一生学问中最大的成功，亦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盛事”
②
。陈寅恪称他“取

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

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用的实是“三重证据法”
③
。

在此基础上，许多历史学者将更多的其它学科的成果引入到古史的研究中，衍生出三重

证据说、四重证据说。王煦华先生提出的顾颉刚先生用的是“三重论证”的观点，他在为顾

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所作的导读中说：“所以顾先生的疑古辨伪用的是三重论证：

历来相传的古书上的记载，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和民俗学的材料，比王国维又多了一重。因

此他的疑古辨伪是既大胆又严谨的。”
④
又比如徐中舒说：“我研究古文字和先秦史，常以考

古资料与文献相结合，再参以边地后进民族的历史和现况进行互证。由于观察思考方面较广，

易得其实。”
⑤
有学者据此说徐中舒提出了“古史三重证”

⑥
。

近年来，有学者对“二重证据法”提出了批评，认为：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主

要依托于他利用甲骨文字对商代诸王世系的考订，在方法论上根本算不得“二重证据法”。

因为他实际运用的乃是甲骨片上的文字记录，既是文字记载，就与古籍记载实际属于同一性

质，不过更加可信而已。-------王国维之“二重证据”，如果参照他的史学实践予以准确地解

读，应当是“纸上之文字材料”与“地下之新文字材料”，即都是文字史料。后来对“二重

证据法”的推崇和发挥，普遍地将之引入考古学领域，将器物、遗迹等与古籍文献的记载对

接，从而导致研究方法和结论上复杂而严重的混乱。用“二重证据法”令考古来印证古籍，

不仅穿凿附会，而且挑挑拣拣、各取所需，还常常会想不周到，顾此失彼。这样搞出的古史

新证，鲜不成为秽史。“二重证据法”的滥用，正是一种将考古学装入古籍记载框架的错误

方法，应当及早摒弃。以考古发掘的实物、实迹，经科学的分析，摆脱种种纠缠，独立地重

建中国远古文明发展的历史，是当今历史科学之要务。
⑦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

②
陈清泉 等：《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第 122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③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2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④
王煦华：《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导读，第 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⑤
《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前言》，中华书局，1998年。

⑥
周书灿：《谁是“古史三重证”的提出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 2月 11日 4版。

⑦
乔治忠：《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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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二重证据法”滥用的批评有其合理性，但我们认为还未触及问题的本质。

我们认为，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本质上是历史学家利用历史文献记载、人类学材料

作为模式来解读某些考古发现，建构某种历史过程，是历史学家利用不同方面的资料来支持

自己的某些解释与假说，并不是这些不同方面的资料证明了历史学家所提观点的正确性。当

然，我们不能否定“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 是近代史学科学化的重大发明，在中

国近代史学从传统历史学走向现代史学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比如改变了传统的王朝

政治史视角和思维方式，大大拓展了史料的内涵，彰显了出土文献史料的文本性，等等。如

果一定要认为“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是史学科学化的重要保证和不二法则，从此，

中国历史学就走向了实证科学的道路，可能就有点简单化和一厢情愿，而忽视了历史学的本

质特性。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之间确实存在密切关系，但这种关系是互

相补充，解读模式与解读对象的关系，而不是互证或两重证据的关系，否则，我们就陷入了

循环论证的陷阱之中，即文献记载说明考古发现遗存的性质与时代，而这些遗存的存在有证

明文献记载的可信性。我们当代的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或商文化，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与商

文化，先周文化等等的讨论都有这种问题。这还是在不考虑相关文献记载文本性的前提下，

如果考虑到这些文献记载及各种注释形成过程中人为因素影响，问题就更复杂了。同样，对

于人类学材料的使用，历史学家潜意识接受了单线进化的人类文化进化论假说前提，而没有

考虑这些人类学材料是不同时空和文化背景下的人创造的，考虑到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复杂

性，有些现象可能表面相似，但往往存在本质差异，并不能作为佐证观点的证据，只能是一

种供我们理解相关现象的参照模式。

六， 对解读与建构合理性的判断与检验
从考古学的解读与建构特征看，古史研究不是一门能解决哪种学术观点为真，哪种学

术观点为假的学科，解读与建构的标准不是历史真相、真理的是否再现，因为我们无法判断

与验证，更遑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现与证实。在建立于不同解读与建构之上的多元历史

叙述版本中，某种叙述成为某个时代的主流叙述，往往与真假对错无关，而与其背后的话语

权密切相关。

对于解读与建构我们只能作是否具有合理性，或曰是否成立的判断。

判断标准：

（1），符合我们的经验、常识等；

（2），逻辑的自洽和情境的和谐，如情境分析法，即 context 方法，将我们的观点置

于特定背景和关联解释体系中看是否自洽而不自相矛盾，能自圆其说；

（3），符合时代的认知，与相关学科理论保持一致性，协调性；

（4），“证伪”的不可否定性。

波普尔认为科学研究本质上不是“证实”，而是“证伪”的过程，通过一个个反证，不

断推翻旧的假说，提出新的假说，从而不断有新的范式出现，科学不断发展。

梁启超提出，史学理论成立与否，重要的是要经受得住“反证”的检验。

（本文原刊载于《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7
年 2月。）


